
人工智能推动企业出口升级了吗

柯　 明　 　 杨双至　 　 戴　 翔

摘要： 本文在重新定义出口升级内涵的基础上，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分析

认为， 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 人工智能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水平和效率水平提

高的内部作用机制， 以及产业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性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外部作用机

制， 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以及缩小不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差异两个维度

上， 共同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升级。 在进一步科学测度企业人工智能利用水平等指

标基础上，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的计

量分析， 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 据此，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战略机遇，
不仅是应对我国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重要途径， 也是构筑和培育新型比较优势乃至

先发优势的重要举措， 这对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进一步夯实

物质利益基础， 有着极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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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托初级要素优势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融入全

球价值链生产之中， 由此所推动的出口贸易规模在高速增长的同时， 其 “大进大

出” 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企业出口贸易价值增值不高的事实 （岑丽

君， ２０１５） ［１］。 实际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 简单的对最终产品的价值以及

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进行测算的总值核算法， 并不能准确、 真实地反映我国对外

贸易规模以及贸易利得 （陈雯、 李强， ２０１４） ［２］。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的深刻

变化， 继续走 “低端嵌入” 全球价值链而发展出口贸易的传统道路已然面临着可

持续不强的难题。 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出口贸易若要继续发挥在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作用， 首先要推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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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自身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高质量新发展阶段的企业出口升级实际上表

现为两个维度： 一方面是要提升获取分工和贸易利益的能力以及出口贸易的效益；
另一方面， 就是在提升出口效益的同时还要缩小企业获益能力的差距， 从而缩小企

业在出口贸易中的发展差距， 实现出口企业间的协调发展， 实现企业出口竞争力的

共同提升。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 数

字经济成为引领未来新经济形态的态势日趋明显。 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

动力， 人工智能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 并创造

新的强大引擎。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中国也非常重视人工智

能的发展并力图抢抓由此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 明确指出： 推动互联

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构建一

批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 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培育新技术、 新

产品、 新业态、 新模式。 毋庸置疑， 作为引领未来战略性技术的人工智能， 抢抓

其发展的战略机遇， 不仅是弥补传统低成本优势丧失的重要途径和战略举措， 更

是构筑先发优势和培育新型比较优势的必由之路。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理论意义

和实践价值的问题： 从开放引领发展角度看， 人工智能水平的提高能否推动我国

企业出口升级？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 企业出口升级实际上表现为两个维度， 即在提升出口效

益的同时缩小出口企业间获益能力的差异， 进而实现企业间的协同发展和国际竞

争力的共同提升。 目前， 已有文献除了聚焦于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如何得以应用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３］ ；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４］ ）， 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人工智能的影响方面。 在宏观和中观层面， 有关人工智能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 收入差距方面带来的冲击

与影响 （Ｂｏｒｊａ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９［５］ ；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６］ ）； 另一方

面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７］ 。
在微观层面， 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探讨人工智能与企业效益， 包括企业劳动力就

业 （王小霞和李磊， ２０２０［８］ ； 戴翔和王如雪， ２０２３［９］ ）、 企业管理变革 （徐鹏和

徐向艺， ２０２０） ［１０］ 、 劳动生产率 （李磊和徐大策， ２０２０） ［１１］等方面的影响。 值得

一提的是， 目前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了人工智能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带来的

影响 （吕越等， ２０２０［１２］ ； 刘斌、 潘彤， ２０２０［１３］ ）， 但遗憾的是， 此类文献并没

有对企业出口升级效应进行分析。 鉴于此， 本文通过合并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 ＩＦＲ） 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海关贸易数据库的

数据， 构建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作为人工智能水平的替代指标， 以企业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出口企业获益能力的替代指标， 分别从出口企业获益能力

变化以及出口企业间获益能力差异变迁两个维度， 系统分析了企业人工智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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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出口升级的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从

企业出口升级的两个维度， 探讨了人工智能的现实影响； 第二， 在指标衡量上，
本文构建了研究所需的企业层面人工智能水平指标， 将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作为人

工智能的替代指标， 以准确衡量企业的人工智能水平； 第三， 在研究内容上， 不

仅研究了人工智能对以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为表现的获益能力的影响， 还

探讨了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到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即获益能力； 不仅提出了人

工智能发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即获益能力的内部作用机制， 而且还创新

性地提出了可能存在的外部作用机制。

二、 理论机制与假说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 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通常是表征企业出口贸易

利得的重要变量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９） ［１４］。 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从微观层面

看， 尽管单个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意味着其获利能力和水平提升； 但这当

中还涉及到不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相互关系问题。 因为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

基本原理可知， 市场经济中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格局中， 不同单位间的边际产出价值

应该趋同， 否则就意味着存在资源错配或者资源错配程度加剧的问题。 对于出口企

业而言， 如果采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来表征其边际产出价值的话，
那么不同出口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率如果有趋同变化趋势，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

着可能存在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这无疑也是出口升级的重要表现和结果。 基于上述

理解和考虑， 本文将从两个维度上理解出口升级， 即从企业 ＤＶＡＲ 角度分别探讨

企业贸易利得水平的变化及企业间利得水平差异上的可能变化。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不仅会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 形成

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 还能够通过和经济社会各行业、 生产生活各

环节相互融合， 对经济运行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创造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强大

引擎。 就工业领域而言， 人工智能注重于在大规模生产中应用 “自动化” 技术，
相较于其他信息技术而言， 对生产制造起到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广泛

使用将直接对企业效益、 生产效率、 产品升级等方面产生多方位的连锁反应 （程
虹等， ２０１８） ［１５］； 而且从企业出口角度看， 自身整体效益以及产品升级所带来的收

益水平的提升， 无疑将会体现在企业出口规模以及企业的出口绩效之中 （Ａｒｔｕ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１６］； 金祥义和施炳展， ２０２２［１７］）， 进而使得企业 ＤＶＡＲ 得以提高。 据此，
本文提出待检验理论假说 １。

假说 １： 人工智能可以有效促进 ＤＶＡＲ 提升维度的企业出口升级。
那么， 人工智能的使用如何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 本文认为， 人工智能在企

业中的应用当中， 不仅能够作用于企业自身， 或者说直接引起企业内部因素发生改

变， 从而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与此同时， 从企业间关联角度看， 产业链上的企业

使用人工智能会通过中间品市场贸易而相互作用， 从而也会影响到企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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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 前者可以称为企业内的作用机制， 主要包括盈利能力与技术创新效应两个

方面； 后者可以称为企业间的关联作用机制。 本文将对企业内的作用机制进行进一

步描述。
首先， 从提升企业内部盈利能力作用机制看， 企业盈利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

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成本节约效应， 二是企业收益。 尽管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

的人工智能投入， 在生产的起初阶段会带来较高的投资成本， 但是这种成本如同

土地、 厂房等， 属于固定和沉没成本。 在生产过程中， 人工智能会降低边际成

本， 甚至能使其接近于 ０ （王小霞和李磊， ２０２０）。 此外， 伴随着现实劳动力成

本的不断上升， 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使用， 人工智能有助于替代执行重复、
繁琐工作的中低技能的劳动力群体 （Ｋｌａｕｓ ａｎｄ Ｈｏｌｇｅｒ， ２０２０） ［１８］ 。 实践表明， 这

一选择总体上有助于成本节约， 即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确实能够减少企业雇佣低

技能劳动力 （闫雪凌等， ２０２０） ［１９］ ， 进而减少企业整体生产成本。 当然， 成本

节约是一个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人工智能能够带来企业收益的迅速增加。 伴随

人工智能的使用， 企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 即保持一定的劳动强度不变， 也有助

于提升企业利润水平， 从而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人工智能的使用还会

使得生产过程体现出显著的协同性特征， 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投入产出的效率，
并且在提高运行效率过程中给企业带来递增收益 （戴翔和杨双至， ２０２２） ［２０］ 。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所带来企业收益的迅速增长， 能够较大程度上覆盖企业出口

所需的诸如投资成本以及劳动力边际成本等固定沉没成本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１］ ，即
企业收益相较于所投入的成本增长更快， 进而保证了企业在出口市场中的存续。
在此基础上， 企业通过自身收益的增加， 成本节约和获益水平的提高， 都会使企

业得以提高自身的出口 ＤＶＡＲ。
其次， 从提升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看， 在生产智能化发展过程中，

虽然以工业机器人为主要表现的人工智能的使用， 更多只是替代和承担可重复、 繁

琐的低技术含量工作， 但这并非意味着这对企业创新活动没有影响。 相反， 人工智

能的运用将会推动企业创新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２２］， 具体来说是从如下两个方

面发挥作用： 一方面， 如前所述， 以工业机器人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的使用， 在

替代由传统劳动力执行工作的同时， 也会创造出新的更加复杂的且更具有知识和技

能型的任务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 进而能够带动企业整体创新水平； 另

一方面， 企业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水平， 将降低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产

生的摩擦成本， 并提高生产活动的智能化程度， 从而将更多资金与精力投入到生产

设备、 产品升级、 更新换代等创新业务中 （刘斌和潘彤， ２０２０）。 创新能力的提

高， 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内中间投入或进口中间投入占比情况， 更确切地

说，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进口中间投入占比， 进而提升中间投入品 “自给自足”
的占比水平， 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假说 ２： 人工智能通过提高企业效率水平以及企业创新水平的内部机制， 对企

业 ＤＶＡＲ 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８２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除企业内部作用机制外， 通过企业间关联关系从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作用机制，
同样也会影响到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企业关联理论认为， 上下游企业间普遍存在投

入产出关系、 供给需求关系， 因此在经济活动中， 各上下游企业之间实际上存在

着广泛的、 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 （赵春明等， ２０１９） ［２３］ 。 对于一个产

业来说， 其生产方式、 技术等方面的变化， 将会通过企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关系和

后向关联关系产生影响。 对使用人工智能的工业企业来说， 以工业机器人为主要

代表的人工智能虽然会替代本行业的企业劳动力， 但同时也会推动生产要素向关

联企业流动并促使行业增加自身产出 （Ａｕ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ｏｍｏｎｓ， ２０１８） ［２４］ ， 因而紧密

的产业链关联将使得本行业人工智能得到广泛使用， 这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盈

利能力、 创新水平进而提升企业自身的出口 ＤＶＡＲ 水平， 同样使得位于行业内

的上下游企业也会受到其影响 （朱平芳等， ２０１６） ［２５］ ， 比如通过企业间的投入

产出关联效应， 伴随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为其他企业提供多品种、 高质

量的中间产品， 有利于更多企业使用国内中间品， 降低进口中间品投入占比， 进

而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就企业间的前向关联效应而言， 上游企业处于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前端， 主要

提供中间品供中下游企业进行生产、 加工， 因此上游企业对行业内下游行业的生

产有着重要影响， 能够影响下游企业的投入品质量、 国内投入品占比、 以及受技

术溢出效应影响的技术进步水平。 上游企业在生产中提高人工智能水平， 伴随其

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在为下游企业提供更多国内中间品供给的同时， 对下游企

业也会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作用 （赵增耀等， ２０１５） ［２６］ ， 从而提升了诸如前述

指出的获益能力水平。 当上游企业供给的中间品质量更高、 供应能力更强， 从而

下游企业使用的国内中间投入品占比更高时， 下游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相应地也

会更高。 就企业向后关联效应而言， 下游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后， 由于自身生产能

力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不仅对生产所使用投入品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 而且对

投入品质量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进而将促使提供这些投入品的供应部门提高自

身产品质量、 加快生产技术进步。 这种倒逼作用或者说匹配选择效应有利于上游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另外， 由于下游企业对生产要求的提高， 也将会对上游

行业提出生产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而这会导致在上游企业之间产生竞争效应， 促

进技术进步， 从而通过后向企业关联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由此， 本文提出待检验

机制假说 ３。
假说 ３：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企业间外溢效应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既然产业链的存在以及上下游行业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企业 ＤＶＡＲ 受到自身

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双重影响，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企业之间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差

距起到一定作用呢？
实际上， 一方面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着发展水平参差不一的现象， 各企业的整

体实力以及出口 ＤＶＡＲ 通常有着较大差距。 对于原本出口 ＤＶＡＲ 较高的企业来

说， 其应用人工智能能够使企业持续扩展利润空间、 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从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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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ＤＶＡＲ 水平得以提高； 对于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来说， 竞争压力会迫使

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加快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步伐， 将更多资金、 资源投入到

产品研究与开发， 进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与创新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低出口

ＤＶＡＲ 与高出口 ＤＶＡＲ 的企业在受人工智能影响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 在应用人

工智能之前， 原本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可能盈利能力以及创新水平相对于出口

ＤＶＡＲ 较高的企业更低， 因此， 在应用人工智能之后， 其技术进步提高程度可能更

高， 有利于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缩小与出口 ＤＶＡＲ 较高的企业之间的发展差距。
也就是说， 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在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时， 其受益程度可

能会更大。
另一方面， 如同前文分析指出， 由于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的应用存在着企业

间的关联效应， 从而能够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 也就是说， 采用并不断提升人工智

能利用水平的企业， 对提升其他企业效益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 （李磊和徐大策，
２０２０）。 企业关联本身就有利于企业减小生产成本、 降低企业进入市场门槛、 增强

企业创新能力， 而且正如前文分析指出， 行业内由企业关联而产生的正向溢出， 能

够对上下游的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 既然企业之间存在溢出效

应， 出口企业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就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水平，
那么由企业间的差距性会造成企业间相互影响的作用力的不同， 原本增加值较高的

企业可能会对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起到更强的拉动作用， 而后者对前者的促进

作用可能会相对有限。 据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４。
假说 ４： 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动以缩小企业间 ＤＶＡＲ 差距为表现的企业出口

升级。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分析， 本文采用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表征企业出口升级指标， 利用企业

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作为衡量企业人工智能利用水平的表征变量。 据此， 本

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具体如式 （１） 所示：

ＤＡＶＲ ｉｔ ＝α０＋α１Ｒｏｂｏｔｉｊ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ηｔ＋δｉ＋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ｉ、 ｊ、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以及年份； ＤＡＶＲ 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

国内附加值率； Ｒｏｂｏｔｉｊｔ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

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一系列企业层面及行业层面的相关控制变量； ηｔ、 δｉ 分别表示时间固

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二） 变量与数据说明

１􀆰 企业 ＤＶＡＲ
本文主要借鉴吕越等 （２０１７） ［２７］、 江小敏等 （２０２０） ［２８］的研究， 对企业层面出

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测算。 构建企业 ＤＶＡＲ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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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 １－
ＭＰ

Ａ＋Ｘ０［Ｍｏ
ＡＭ ／ （Ｄ＋Ｘｏ）］－０􀆰 ０５｛［ＭＴ－ＭＰ

Ａ－Ｘ０［Ｍｏ
ＡＭ ／ （Ｄ＋Ｘｏ）］｝－０􀆰 ０４１７×ＮＦＡ

Ｘ
（２）

其中， ＤＶＡＲ 表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Ｍ、 Ｘ 和 Ｄ 分别表示企业的进口、
出口和国内销售； 上标 ｐ 和 ｏ 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ＭＰ

Ａ 表示企业实际加工贸

易进口额； Ｍｏ
ＡＭ表示实际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额； ＭＴ 表示企业中间投入额； ＮＦＡ

为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
２􀆰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

人工智能具有渗透性与协同性等特征， 其能够和经济社会各行业、 生产生活

各环节相互融合并对经济运行方式产生影响， 对企业来说将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引入生产之中， 将在微观层面体现为投入产出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企业效

益提升。 从该角度出发， 本文认为要准确检验企业人工智能水平对出口升级所带

来的影响， 需要构建企业微观层面指标来具体衡量， 而不能简单运用行业层面的

数据来替代。 因此， 本文利用 ＩＦＲ 数据库中的我国行业工业机器人数据作为人工

智能 的 代 理 变 量， 并 参 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 ２０２０ ）、 王 永 钦 和 董 雯

（２０２０） ［２９］的研究， 构造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机器人渗透程度， 以更加精准地

衡量企业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与现有文献测算方法相比不同的

是， 本文采用每年各企业的行业员工占比与制造业所有企业生产部门员工占比中

位数的比值作为计算权重。
３􀆰 控制变量

参考吕越等 （２０２０） 的相关研究， 本文纳入控制变量如下： （１）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采用当期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 再对其加 １； （２） 企业财务状况

（Ｆｉｎａｎｃｅ）， 运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３） 融资能力 （Ｆ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以企业负债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表示； （４）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用企

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年平均员工数衡量； （５） 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本文使用

企业总资产计算其所占行业市场份额进行测算用以反映行业集中度。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样本区间设定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所使用的行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数据

来自 ＩＲＦ 工业机器人数据库，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

关贸易数据库。 由于 ＩＲＦ 工业机器人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行业分类存在差

异， 因此需要将机器人数据的行业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行业进行匹配。 本文参照闫雪

凌等 （２０２０） 的匹配方法并根据分类标准和行业名称， 将中国的制造业行业整合

成 １４ 个制造业行业， 并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数据与 ＩＲＦ 工业机器人数据库中所提

供的行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进行一一匹配， 再根据本文对指标的具体衡量方法

计算并整理得到本文回归的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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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在对数据进行回归之前， 本文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确保

了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能够用于后续实证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 本文在式 （１） 的基

础上将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首先不考虑

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回归， 得到结果如表 １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所示； 进一步

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结果如表 １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所示。 从中可见，
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人工智能水平

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 ＤＶＡＲ 的提升。 据此， 前文的理论假说 １ 得到初步验证。

表 １　 基准结果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５８∗∗∗

（４６􀆰 ２７） （２１􀆰 ４９） （２６􀆰 １５） （２０􀆰 ４２）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Ｏｂｓ ４７６ ０４５ ４７６ ０４５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６ ４０３

Ｒ２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３１０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如无特别说明， 本表及后续各
表均为控制了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和年份层面固定效应。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基本回归检验进行了以下几种稳健性检验： 指标变换， 包括本文的被解

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 行业层面的再回归； 考虑极端值可能带来的影响； 内生性

检验； 考虑样本期内重大事件。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可以看到回归

结果并没有发生较大改变。

表 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 ＤＶＡＲ 更换 Ｒｏｂｏｔ 行业回归 极端值 内生性检验 重大事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５８∗∗∗

（４􀆰 ５３） （１２􀆰 ２４） （２􀆰 １４） （２０􀆰 ４２） （１５􀆰 ５５） （２０􀆰 ４２）

Ｏｂｓ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６ ４０３ １８２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６ ２２３ ４１６ ４０３

Ｒ２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３０３ ０􀆰 ７５９３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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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地区发展水平

对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来说， 分布的产业大多生产效率不高且基础薄弱 （吴福

象和朱蕾， ２０１０） ［３０］， 其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水平可能相对较低； 而发展水平较高

地区的企业原本自身 ＤＶＡＲ 较高且产业间关联紧密， 人工智能使用水平的提高有

利于其进一步提高 ＤＶＡＲ。 但相对来说， 受到边际作用递减规律的影响， 受人工智

能化影响的欠发达地区 ＤＶＡＲ 的提高程度可能较发达地区相对更高。 导致不同地

区发展水平呈现高低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发展

水平较高地区流动 （范剑勇和谢强强， ２０１０） ［３１］。 从现实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 由

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及生产效率较之于东部地区相对较低， 致使东部地区对

劳动力流入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大量劳动力流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导致产业发展动

力不足， 因而企业 ＤＶＡＲ 水平较低。 而企业人工智能水平的提高， 一能弥补中西

部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以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二能通过前文所述的智能化应用提

高研发投入， 进而提高劳动效率以及企业创新能力， 由此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的增加。
从地区间产业联系的角度出发，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融入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的具体方式和特征等因素影响，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良好

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有效的分工协作体系， 从而东部地区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

中， 并未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拉动作用和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但伴随人工

智能的应用，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的使用， 企业增强了自身产品质量以及创新能

力， 进而与东部地区进行产业配套和分工协作的能力得以提升， 地区间经济联系得

以持续增强。 在此背景下， 中西部地区更容易受到东部地区积极的溢出效应影响，
从而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 为了验证该理论分析， 简单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类可

能并不能具有较大说服力， 为此， 本文参照七五计划时期的划分标准， 根据地理位

置、 经济建设条件、 现实的经济技术水平以及存在的地区差异等， 将全国划分为三

大经济地带即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进行回归。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中可

见， 首先， 不论是对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对欠发达的中、 西部地区来说， 企业

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提高， 均能有效地提高企业 ＤＶＡＲ， 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人

工智能对提升企业 ＤＶＡＲ 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其次， 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程度， 受到人工智能化水平的影响较东部地区更大， 从而证实前文的

理论预期和判断。

表 ３　 异质性分析———地区发展水平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６６∗∗∗

（１９􀆰 ８７） （４􀆰 ６０） （２􀆰 ８６）

Ｏｂｓ ３８４ ４０３ ２２ ２２６ ９ ７７４

Ｒ２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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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企业所有制

非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 不仅创新投入多而且创新效

率较高。 而且对非国有企业来说， 其致力于提高企业长期竞争力、 尽可能地优化自

身资源配置效率。 从这一角度看， 非国有企业实现人工智能化后能够进一步在生

产、 管理和未来持续发展上扩大自身竞争力， 进而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 相较

于民营企业、 外商企业， 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 （刘小玄， ２０００） ［３２］， 而且国有

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需注重就业的稳定， 或者说承担着 “稳就业” 的战略需

要， 对于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进程较非国有企业来说可能更为缓慢。 因此，
若国有企业提高使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发展水平， 应该能够更大程度地释放企业

生产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潜力， 从而提升企业 ＤＶＡＲ。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 （沈国兵和

袁征宇， ２０２０） ［３３］， 对样本企业分类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据此对不同所有制

类型企业进行回归估计， 具体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基于表 ４ 报告的回归估计结果， 首

先， 以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为代表的智能化水平提高， 对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

ＤＶＡＲ 提升均存在促进作用； 其次， 国有企业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能够更大程度地

促进其企业 ＤＶＡＲ， 这一差异性与前文预期具有高度一致性。

表 ４　 异质性分析———企业性质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５７∗∗∗

（４􀆰 ６４） （１９􀆰 ８８）

Ｏｂｓ ２０ ２９１ ３９５ ３９９

Ｒ２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３２７

３􀆰 行业技术分类

根据各行业的特性， 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 由于其要素密集度特征包

括行业的创新潜力和空间， 以及考虑到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 该种类型的

企业对使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应用的需求和依赖强度更高。 也就是说， 提升智能

化应用水平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企业整体效益的增加， 进而提升

企业 ＤＶＡＲ。 相比较而言， 尽管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同样会受到企业使用工业机器

人的影响， 但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使用较多， 而企业使用机器人等智

能化发展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替代， 尽管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空间和潜力， 但与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可能相对较小。 也就是说， 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而言， 其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可能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替代效应而不是主要

来自于创新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 因此， 对于该种类型的企业而言， 依托人工智能

提升企业效益进而影响 ＤＶＡＲ 的程度， 可能没有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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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 从现实情况来看， 首先， 全球工业机器人大多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 而非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邓仲良和屈小博， ２０２１） ［３４］； 其次， 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期

数据来看， 劳动型企业平均 ＤＶＡＲ 最高， 而技术型企业平均 ＤＶＡＲ 较低， 这一差

别说明对我国企业来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但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可能仍然处于发育和成长阶段， 企业研发投入以及生产效率还

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 也可能因为不同行业特性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细

化程度不同， 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更细、 更专业， 从而出口

国内增加率相对较低。 不论是何种原因占据主导地位， 考虑到企业的自身特点以及

ＤＶＡＲ 水平的现实情况， 均可以推断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人工智能应

用影响程度可能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更为明显， 也就是说， 人工智能水平对

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影响， 要比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企

业影响更为明显。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 （江静等， ２００７） ［３５］对行业的分类方法， 并根据制造业各行

业的特性， 将其具体分为三类：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 对

三类不同类型的行业进行分样本回归， 具体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根据表 ５ 的回归估计

结果， 首先， 三类行业技术的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均能促进 ＤＶＡＲ 水平提升； 其次，
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程度受到人

工智能的影响更大， 由此证实了前文的理论预期。

表 ５　 异质性分析———不同行业技术分类

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１０１∗∗∗

（５􀆰 ０６） （８􀆰 ４４） （１４􀆰 ８９）

Ｏｂｓ １８８ ６０５ １１５ １０８ １１２ ６９０

Ｒ２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４２５

五、 机制检验

前述分析已经证实了人工智能的应用， 对以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为表现的

贸易利得的确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那么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上述效应， 是否通

过前文所述的提升企业效率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内部影响机制， 以及通过产业链传导

的外部影响机制而产生作用？
（一） 内部影响机制

为了验证内部中介作用机制， 本文构建企业效率水平与企业创新水平进行实证

分析。 首先是企业效率水平， 本文认为， 在成本既定时收益越高， 代表效率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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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或者收益既定情况下， 成本越低代表效率水平越高。 据此， 我们采用企业利润

和生产成本之比来衡量这一指标， 其中 Ｐｒｏｆｉｔ 为企业利润总额， Ｃｏｓｔ 为企业生产成

本， 具体借鉴现有研究 （刘斌和王乃嘉， ２０１６） ［３６］的计算方法。
其次， 本文将运用企业投入研究开发费用作为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 由于工业

机器人的使用推动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技术开发或者是产品升级的研发中， 企业

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一定仅仅体现在新产品这一方面， 因此本文使用研究开发费作为

企业创新能力的体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企业效率水平中介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估计如表 ６ 第

（２）、 （３） 列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见， 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表现的人工智能， 对企

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在第 （３） 列中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表现

的人工智能与企业效率水平系数均显著为正。 企业创新水平中介作用机制的回归结

果估计如表 ６ 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所示。 从第 （４） 列报告的估计结果可见， 以

工业机器人应用为表现的人工智能， 对企业创新确实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且第

（５） 列显示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表现的人工智能与企业创新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
综合上述回归结果， 假说 ２ 得以验证， 即企业效率水平和创新水平确实是企业应用

人工智能影响 ＤＶＡＲ 的中介变量。

表 ６　 内部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ＶＡＲ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ＶＡ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ＶＡＲ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５８∗∗∗ 　 ０􀆰 １１０２∗∗∗ 　 ０􀆰 ００６４∗∗∗

（２０􀆰 ４２） （８􀆰 ８４） （２０􀆰 ２０） （１５􀆰 ５０） （１２􀆰 ４８）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２∗∗

— — （２􀆰 ２５） —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０７∗∗∗

— — — — （３􀆰 ５７）

Ｏｂｓ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３ ２２２ ４１３ ２２２ １８０ １５３ １８０ １５３

Ｒ２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２７１

（二） 外部影响机制

犹如前文分析指出那样， 人工智能的应用存在着上游影响下游和下游影响上游

的两种情况。 为分别检验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溢出作用的两种不同情况， 本文参考王

永钦和董雯 （２０２０）， 构建了上下游行业关联指标并代入回归。 首先， 单独将上下

游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代入回归之中， 所得回归系数结果主要反映本行业人工智

能水平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 以及上游行业、 下游行业的人工智能水平对本行业

企业 ＤＶＡＲ 带来的溢出影响； 其次同时将企业人工智能水平、 上下游人工智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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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代入回归之中， 所得到的回归系数主要反映上游、 下游行业的企业人工智能水平

的提高对上下游企业 ＤＶＡＲ 是否存在着溢出作用。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上下游行

业的企业人工智能水平提高， 在行业之间产生了溢出效应， 进而促进本行业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 在同时加入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后， 结果仍然显： 示在人工智能水

平的提高对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存在积极影响， 而且上、 下游行业的企业在提高以工

业机器人为表现的人工智能水平后， 对本行业企业 ＤＶＡＲ 也会带来正向溢出影响。
产业链的存在导致企业之间紧密相连， 上下游企业的生产变动将通过产业链分工相

互影响， 企业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不但能促进自身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其通过上下游

之间的技术共享、 竞争效应等也能影响到其它企业， 这就说明了更加重视国内产业

链分工所带来的企业间溢出效应， 有助于加快推动制造业整体高质量发展速度。 总

之， 表 ７ 的回归估计结果证实了前文中的机制假说 ３。

表 ７　 外部机制分析

变量
ＤＶＡＲ

上游产业链传导 下游产业链传导

Ｆｏｒ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３１∗∗∗

（２０􀆰 ８２） （４􀆰 ３４） — —

Ｂａｃｋ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３６∗∗∗
— — （２０􀆰 ３４） （３􀆰 ６２）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３∗∗∗
— （２􀆰 ２１） — （４􀆰 ２２）

Ｏｂｓ ４１５ ６７５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５ ６７５ ４１６ ４０３

Ｒ２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１１

六、 拓展分析： 出口国内附加值差距的影响效应

前文已经证实了人工智能促进了以提升企业贸易利得为表现的 “出口升

级”，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还促进了出口升级的另一维度的发展， 即推动企业间出

口增加值率以缩小企业间发展差距？ 为此， 本文采用其他各出口企业与当年

ＤＶＡＲ 最高企业之间的 ＤＶＡＲ 的差距来衡量企业间的 ＤＶＡＲ 差距， 在测算后代入

回归， 所得结果见表 ８。 从中可见， 本文最为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水

平， 其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负， 也就是说， 无论是否考虑到行业和年份

固定效应， 以及无论是否考虑到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人工智能变量对企业出口国

内附加值差距确实存在负向影响， 即人工智能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企业之间

ＤＶＡＲ 的差距。
当然， 采用与最大值差距的测算指标， 在度量企业间出口增加率差异上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为此， 本文进一步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各行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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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并进一步从行业层面探讨人工智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差距的可能影响。 需

要指出的是， 采取这一指标仍有缺陷， 但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本文将其作为被解释

变量代入回归， 得到结果如表 ８ 列 （５） 所示， 表明人工智能确实能够促进各行业

间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差距的逐渐缩小， 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分析的可信度。 因此，
结合前述分析所得结论可以看出， 对本身出口 ＤＶＡＲ 较低的企业来说， 在提升人

工智能化应用水平后， 能够更大程度地提高企业自身发展实力， 通过盈利能力以及

创新水平的提升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从而缩小企业间出口 ＤＶＡＲ 的差距。
由此， 前文的理论假说 ４ 得以验证。

表 ８　 人工智能与出口附加值差距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ｏｂｏｔ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２３９∗∗∗

（－５１􀆰 ６５） （－２１􀆰 ６４） （－２９􀆰 ４５） （－２０􀆰 ５０） （－３􀆰 ２０）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Ｏｂｓ ４７６ ０４５ ４７６ ０４５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６ ４０３ ４１５ ９３６

Ｒ２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３６１ ０􀆰 ３６４０

七、 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 推动我国出口企业升级， 不应仅表现为获取更

高的分工和贸易利益， 从优化资源优化配置等角度看， 还应该包括缩小出口企业

之间获益能力的差距。 从当前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看， 人

工智能成为引领未来战略性技术的趋势日益显现。 依托人工智能能否推动出口升

级朝着上述两个维度方向发展， 是理论研究和有关部门应该关注的重要命题。 本

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利用 ＩＲＦ 工业机器人数据构建了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

人渗透度作为人工智能水平的替代指标， 进而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企业层面数据研

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 人工智能确实能够促进企

业以 ＤＶＡＲ 提升为表现的贸易获利水平， 这一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 依然成

立。 （２） 人工智能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 还表现为缩小了不同出口企业之间的

ＤＶＡＲ 差距。 （３） 从内部作用机制看， 人工智能促进出口升级的关键机制， 主要

是通过企业效率水平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两个作用机制发挥作用。 （４） 从外部作用

机制看， 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产业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性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产生作用。
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出口升级的特定视角理解人工智能的作用， 而且对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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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战略机遇， 从而更好地促进出口升级也有着重要的政策

含义。
第一， 加快实施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传统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等

正在逐渐丧失， 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人工智能这一引领性技术，
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升级、 提高贸易利

得、 提升以出口贸易为主要表现和内容的开放发展效益， 从而巩固中国制造业长久

发展根基并提高我国出口分工地位。 在此背景下， 加快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数据

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越发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实施人工智能及其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的发展战略， 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力图塑造竞争新优势、 占

据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这就需要我们瞄准和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及其带来的

战略机遇，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和渗透， 推动制造业朝着智能化

的方向发展。 这不仅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也是促进我国迈向更高层

次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需要。
第二， 加快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建设。 虽然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 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实施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推动人工与制造业的深度

融合， 显然离不开相关领域人才的支撑。 更具体地，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及其与制造

业的融合， 不仅需要具有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人才， 还需要具有掌握和应用人

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尤其是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角度看， 由于不同制造业生产、 流

程、 工艺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为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或者说实现人工

智能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应用， 更加需要懂得细分制造业生产、 流程、 工艺等方面特

点的 “智能＋制造” 的复合型人才。 因此， 未来实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企业出

口升级， 需要优化培育和引进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人才的体制机制， 作出更加优

越的制度安排。
第三， 打造有助于激励创新的环境。 本文的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对企业出口

升级的影响， 从内部作用机制看， 主要是通过企业效率水平和创新水平发挥作

用。 这其中， 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是企业的 “经济人” 本质所决定， 对此无需

采取更多的促进政策和具体举措。 但是， 对于提升创新能力则不同： 企业能否进

行有效创新、 是否愿意进行创新活动， 除了与企业自身因素有关， 更与整个宏观

经济环境有关， 尤其是与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有关， 这取决于激励企业和创新性

人才进行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安排。 因此， 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促进企

业出口升级的创新作用机制， 从政策设计和供给层面看， 应该从多维度、 全方位

系统性地设计有助于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 比如， 完善科技投入

和基础研究成果的政策设计、 完善以创新为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设计、 以及完善

以创新为导向的财税和金融政策设计等， 据此畅通人工智能促进企业出口升级的

作用渠道。
第四， 稳定和畅通产业链、 供应链。 本文当中基于外部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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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业链之间上下游存在的投入产出等关联关系， 某一环境的企业行为会影响到

产业链供应链上其他环节的企业行为， 而具体到人工智能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来

看， 这种关联和溢出效应是其中积极的作用机制。 因此，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机制

的作用， 依托人工智能促进企业出口升级， 进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稳定和畅通产

业链供应链就显得尤为重要。 稳定和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

维度。 前者主要是指产业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传统划分方式， 即生产、 分

配、 交换、 消费各环节和阶段之间的对接和畅通； 后者主要是指不同产业乃至不同

地区之间的有效对接和分工协作关系， 这与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畅通国民

经济循环重要内容和目标任务也是高度一致的。 总之， 在提升制造业企业智能化应

用水平的同时， 力图加强产业不同环节、 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
努力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共享、 竞争效应等联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间的投

入产出关联效应， 对于最大化发挥人工智能对于促进企业出口升级的作用， 具有极

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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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王永钦， 董雯 􀆰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 Ｊ］ ． 经济

研究， ２０２０ （１０）： １５９－１７５􀆰

［３０］ 吴福象， 朱蕾 􀆰 中国三大地带间的产业关联及其溢出和反馈效应———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技术

的实证研究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５）： １４０－１５２􀆰

［３１］ 范剑勇， 谢强强 􀆰 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４）： １０７－１１９􀆰

［３２］ 刘小玄 􀆰 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１９９５ 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０ （２）： １７－２５􀆰

［３３］ 沈国兵， 袁征宇 􀆰 互联网化、 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２７－１５１􀆰

［３４］ 邓仲良， 屈小博 􀆰 工业机器人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中国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调查 ［ Ｊ］ ． 改革，

２０２１ （８）： ２５－３７􀆰

［３５］ 江静， 刘志彪， 于明超 􀆰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 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７ （８）： ５２－６２􀆰

［３６］ 刘斌， 王乃嘉 􀆰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 （９）： ５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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